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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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原本是一项裁判执行措施，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政策的变化，其发挥的事实功能被大大扩展。实践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在规范性

文件修改中发挥着功能性审查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维稳压

力、协调和解政策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变迁，诱发了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

制度性需求，从而迫使司法建议成为行政诉讼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行政诉讼司法

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制度样本，亦为行政

诉讼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背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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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通过，围绕行政诉讼法修订问题的热烈讨论亦将告一
段落。回顾已有研究以及近年讨论热点不难发现，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自始至终都没有

获得学界应有的重视。〔１〕然而，２００５年之后司法建议制度在行政诉讼运作实践中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协调和解后发送司法建议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甚至有取代合法性审查的趋

势。目前，这一趋势已经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的最新发展中。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４年）第６４条
已经将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对于规范性文件的 “功能性审查”予以法定化。

　　依照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第６５条第３款之规定，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建议制度最初仅
是作为一项敦促行政机关履行生效裁判的执行措施而存在。〔２〕然而，随着２０００年以后司法
政策的变迁，尤其以２００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服务的通知》为标志，司法建议制度在审判活动中日益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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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关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研究述评，见吴欢：《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研究述评》，《江苏警官学院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采取……
向该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人事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鉴于该规定位于 “执行”章节，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可以视为敦促行

政机关履行生效裁判的执行措施。



并获得广泛运用。２０１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

意见》进一步指出，“要高度重视司法建议工作。对于个案审理中发现的行政执法方面存在

的问题，及时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对于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

的共性问题，书面报送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为领导决策和改进工作提供参考”。与之相

配合，地方司法层面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度功能同样进行了大幅扩展，如 《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工作的通知》指出，“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

的适用范围除了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形外，对审判中发现的行政机关在行政

管理和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行政机关在应诉工作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案件审结后

需要行政机关进一步做好善后或维稳工作的，均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各级

法院要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拓宽司法建议范围，探索和创新司法建议形式”。〔３〕中央与

地方司法政策上的变化，提供了相关背景契机，促使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在实践

中也发生巨大变化：从旨在保障法院裁判之执行，扩展至对规范性文件不合法或者不合理

的修正建议，以及行政程序的瑕疵补正等情形中。〔４〕

　　针对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扩张，有观点认为，其会对司法判决带来负面效应。〔５〕甚至
有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司法建议制度应当予以废止，法院对外发出的唯一具有司法权

威的文书只能是裁判文书”。〔６〕鉴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已经将司法建议对规范性文件的功

能性审查法定化，本文不拟针对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本身做价值评断，或对此功能性扩

张展开支持或反对的思辨，而尝试通过司法判例与司法政策文本的梳理，来考察和理解这

种功能扩张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地方政策试验

　　地方试验机制是当代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特殊形态，〔７〕司法政策的形成机制也依循了

这一形态模式。地方法院通过政策试验创新的方式，通过互相间的竞争与政策模仿，在模

糊的法律规范之下创设新的地方司法政策，已然成为一种制度惯例。〔８〕行政诉讼司法建议

制度在地方层面表现出的殊异形态以及政策模仿，亦是地方司法政策试验的鲜明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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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明确指出，“既可以针对个案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也可以就某一类案件或某一个阶段存在的

突出问题提出系统性的司法建议；既可以就案件本身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也可以就案件反映出的行政机关

日常管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提出建议；既可以就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提出建议，也可以就行政行为的合

理性问题提出建议。对一些需要行政机关配合做好协调工作的重大复杂案件，也可以就案件的协调化解方案

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浙高法 ［２００９］２７５号）。
关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法定功能与事实功能的详细分析，见董礼洁、周欣：《行政性司法建议的法定功能与事

实功能》，《人民司法》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如黄学贤认为，“司法建议不能阻却争讼，因为它不具有仅判决才具备的既判力，故而司法建议不能取代判决

的主导地位，更不能取代判决的存在”。见黄学贤、丁钰：《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制度运行分析———以江苏

法院为视角》，《行政法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９０页。
徐昕：《司法建议制度的改革与建议型司法的转型》，《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９６页以下。
有关当代中国地方政策试验的理论分析，可参见韩博天：《中国异乎常规的政策制定过程：不确定情况下反复

实验》，《开放时代》２００９年第 ７期；韩博天、石磊： 《中国经济腾飞中的分级制政策试验》，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Ｓｅ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ｉｅｂｍａ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ｏｕｒｔｓ：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Ｒｅｆｏｒｍ，２１Ｃｏｌｕｍ．Ｊ．ＡｓｉａｎＬ１（２００７）．



　　 （一）提醒回访机制与程序规范创新

　　尽管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 “接受司法建议的机关，根据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人民法院”，但由于该项规定并没有设定一项回复法院的强制

性义务，使得司法建议并不具备法定拘束力，行政机关对于司法建议往往持有疑虑而不予

置理。针对司法建议回复率低的问题，地方法院常设置提醒与回访机制，迫使行政机关针

对司法建议予以反馈。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工作的实

施意见 （试行）》要求，“被建议单位必须对司法建议给出反馈意见，如果规定期限之内未

能反馈，法院将主动向被建议单位进行询问提醒或者回访，亦可向其主管部门或者上级机

关提出意见”。浙江省天台人民法院建立了司法建议反馈回访制度，要求在司法建议发出 ３
个月之后未收到反馈意见时，承办人员应及时与被建议单位联系，必要时要求被建议单位

上级主管部门加以督促。〔９〕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亦专门建立了 “司法建议回访”以及与

被建议单位的 “定期座谈”制度。〔１０〕

　　此外，地方法院在司法建议的程序规范流程方面，亦推出各类创新机制。如 《北京市

平谷区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对司法建议的制发流程和文

书格式作出规范，要求实施确保司法建议质量的 “三定一保”运行机制。个别发达地区甚

至建立了司法建议的数据网络平台。如２００９年上海市依照 《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工作

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要求，建立了网上司法建议信息库制度，通过全市统一的评估考核

平台，使司法建议的流程更加规范化、数据化。

　　 （二）绩效考评与数目字管理机制

　　为推动司法建议制度的开展，地方法院在实践中推出各类内部绩效考评与数目字管理
方式。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将司法建议纳入年度调研工作指标，“对每个业务庭设定年

度最低数量要求，并对每月司法建议的完成数量进行统计公布。同时，还将司法建议纳入

目标管理考核范围，完善法官业绩档案，在年度考核中对超指标完成司法建议的部门个人

予以加分，对未完成指标的按规定予以扣分”。〔１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 《关于进一

步加强司法建议工作的意见》，亦将司法建议工作作为法院系统年度工作考核和岗位目标考

核的重要内容。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司法建议工作的规

定》，则设定了最低司法建议工作量，即要求各基层法院、市中院各部门每年发送司法建议

数量不低于办结案件数量的１％。
　　除了法院内部对于司法建议的绩效考评机制，地方政府亦通过各类指标考核的方式，
迫使各级行政机关重视并回复法院司法建议。如 《重庆市行政机关办理司法建议暂行规定》

要求：行政机关应当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回访工作，并如实反馈司法建议办理和落实情况；

行政机关办理司法建议工作的情况，列入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考评内容。温州市政府将 “认

真研究落实司法建议”明确列入法治政府建设 “五年计划”，并要求相关部门确保 ６０日之
内对司法建议做出处理，反馈率必须达到１００％；对不落实建议和反馈率不达 １００％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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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朱利明：《天台：司法建议舞出亮丽色彩》，《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９日第７版。
见 《法院司法建议回复率低原因多———北京昌平法院尝试建立沟通机制督促落实》，《法制日报》２００７年４月
３日第５版。
赵刚：《上海长宁：诤言逆耳利于行》，《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第７版。



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中直接扣分。〔１２〕北京市平谷区政府 《关于加强办理司法建议工作的意

见》规定，“各部门办理司法建议的情况将被纳入全区年度绩效考评体系，被建议单位无正

当理由不办理、拖延办理司法建议，区政府将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有关

法律规定追究相应人员的责任”。这种绩效考核模式也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政策试验提供

了制度空间。

　　 （三）调整地方公共政策的司法建议模式创新

　　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经常会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违法的情形。由
于行政诉讼法排除了规范性文件的可诉性，尽管事实上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

性文件仍然拥有选择适用权与有限评价权，但对其合法性效力并没有法定意义上的审查权。

对此，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往往创造性地运用司法建议的方式，提醒行政机关及时对

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１３〕通常而言，法院经过个案裁判认为其他规范性文件存在问题

时，“首先尽力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从而以撤诉结案，随后针对存在问题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向有关机关发送司法建议”。〔１４〕这种在个案裁判中协调和解而后发送司法建议的流程，是

当前法院调整规范性文件与地方公共政策的主流模式。如四川省巴中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

于加强能动司法的意见》与 《关于适时提出司法建议为党政决策服务的通知》，要求 “针对

审判工作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及时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如果涉及政府决策与行政管

理中的重要事项，提出书面建议报送党委、人大和政府，为决策改进提供参考”。这种政策

调整机制在地方层面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以广东梅州为例，“从 ２０１１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 ６
月份，广东梅州两级人民法院共发出司法建议 １４７条，其中 ７１％的司法建议促成当地党委
机关出台规范文件、建立新的长效机制”。〔１５〕

　　在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规范性文件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司法调整机制，除了个案裁判
中的司法建议方式以外，另一途径是借助综合性司法建议的 “大司法建议”模式。自最高

人民法院２００９年发布 《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行政审判 “白皮书”活动的通知》之后，“大

司法建议”的行政审判年度报告在地方层面得到了广泛运用。以北京地区为例， “从 ２００６
年起海淀人民法院每年定期向政府发布 《行政审判白皮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司法建议，

行政审判白皮书着重解析上年度审结的被告为区属行政机关的行政案件，并提出有针对性

的改进建议”。〔１６〕这类综合性司法建议同样为地方公共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相应制度渠道。

二、个案裁判中司法建议的运用

　　作为一种判决之外的处理模式，司法建议通常采用单独法律文书的形式，而与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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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华、孟焕良：《司法建议点亮法治浙江———浙江法院司法建议重质量求实效》，《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 ７
月４日第１版。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４页。
参见王庆廷：《隐形的法律———行政诉讼中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异化及其矫正》，《现代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２期，
第８８页。
《金手指是这样炼成的———广东梅州中院司法建议工作纪实》，《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第１版。
李东民、殷华：《基层法院司法建议工作实务问题———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为实证研究样本》，《人民司

法》２０１１年第２１期，第２２页。



判决文本相区分，但是在大量的司法判决书中，法院却往往会花费相当篇幅来陈述法院发

出司法建议的相关事实与内容。〔１７〕因此，下文以 “北大法宝”、“北大法意”、《中国行政

审判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所搜集到的涉及司法建议内容的

行政裁判案例为分析对象。尽管严格来说，这些案例从数量上并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样本意

义，因为大量的司法建议内容与事实无法从判决书中获知，而且实践中海量的综合类司法

建议也并不完全是基于裁判个案，但是从这些少量可获取的司法判例的研读中，仍然可以

推断出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类型化分布，以及由此窥探出旨在调整地方公共政策、修改规

范性文件的司法建议类型所占的比重。

　　从司法判例中不难发现，法院是否提出司法建议属于司法裁量权范畴，当事人无法针
对司法建议提出诉请。如在 “杭州创和环境艺术有限公司与常山县规划建设局城乡建设行

政监督纠纷上诉案”中，法院判定，“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５９条第３项的规定，向被告和有关机关提出司法建议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
职权，而诉讼请求是原告向被告主张的，应是法律上的利益诉求，因此原告坚持诉求法院

向被告上级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处理被告负责人的主张，缺乏法律基础，法院不予支持”。〔１８〕

在 “曹野等与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土地使用证纠纷上诉案”中，法院判定，“原告提出

向有权机关作出司法建议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审判的范畴，对

上述两项请求予以驳回”。〔１９〕在 “曹兵不服海南省公安厅公务员录用案”中，法院判定，

“原告关于发出司法建议的诉请，因该问题不属于行政审判的范畴，本院不予处理”。〔２０〕

　　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类型划分的角度来看，旨在针对地方公共政策调整、规范性文件
修改的司法建议类型，所占比例最为显著。这种旨在调整地方公共政策的司法建议，在社

会保障行政诉讼案件中的运用较为普遍。如在 “成都蜀汉园林有限公司诉成都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劳动争议纠纷案”中，法院做出判决之后，又针对当前超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的农民工再就业不断增多的现状，向成都市劳保局出具司法建议书，建议对类似案件的

工伤认定做出统一处理办法。〔２１〕在 “王保家不服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基金结算管理中心不

予批准提前退休决定上诉案”中，法院向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司法建议中指

出，如果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为确有必要由被上诉人履行特殊工种人员提前退休

的审批职能，可以考虑向市政府提出修改 《上海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办法》，以地方政府规

章的形式授权市社保中心行使该项职权，也可以仍由市社保中心负责实际审批，但对外决

定加盖市劳动保障局印章，以符合现有规定。〔２２〕在 “福清市胜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不服福

清市社会劳动保险公司否定工伤理赔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引用的规范性文件———福州市

劳动局榕劳险 （２００２）０１２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伤、生育保险社会统筹基金征缴工作的

通知》第６条之规定，与 《福建省劳动安全卫生条例》的规定不一致，故被告适用法律错

误，而向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其对榕劳险０１２号第６条的规定予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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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６５页以下。
（２０１１）浙衢行终字第１号。
（２００８）沈行终字第１０７号。
（２００５）海中法行终字第１９号。
（２００９）成行终字第１３号。
（２００８）沪二中行终字第４８号。



以修改。〔２３〕

　　旨在调整公共政策的司法建议，特殊情形下亦可能并非针对诉讼被告。如在 “天津远

洋运输公司不服南京卫生检疫所行政处罚案”中，由于该案涉及对交通部和卫生部联合发

布的５０３号文件的理解不一致，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审结后及时向卫生部提出司法建议，
认为 “该文件第２条关于食品、饮用水从业人员的健康证书的规定，超越了 《国境卫生检

疫法实施细则》第１０７条第３项中规定的权限范围，且词语表达不够严谨，造成执法中产
生歧义和误解，建议对该文件进行修改”。〔２４〕这种针对更高层级行政机关所发布规范性文

件的情形通常较为少见，旨在调整公共政策的司法建议在个案中通常更多指向基层政府所

发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除此之外，实践中仍然存在大量其他类型的司法建议，如根据原告困难给予抚恤救助
的司法建议。在 “李贵宝诉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行政赔偿案”中，二审法院发现被上

诉人在保管相关房产登记资料过程中存在明显疏漏，对上诉人李贵宝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

影响。鉴于针对上诉人房屋所做出的房屋权属登记已被撤销，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钝化解决行政争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司法建议函，建议市房产

局考虑上诉人李贵宝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酌情对其予以生活补助。〔２５〕

　　行政程序瑕疵补正的司法建议在实践中亦广泛存在。如在 “曲怀德与克山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等房屋拆迁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住建局在做出拆迁裁决时，对于拆迁部

门在送达听证通知、公示房屋评估价格时存在的程序瑕疵，没有尽到认真审查的义务。住

建局做出拆迁裁决所依据的材料虽存在瑕疵，但未影响裁决实体结果的合法性，针对此程

序问题本院将给县相关部门下发司法建议，以利于行政机关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好地依法行

政”。〔２６〕在 “孙兆贵诉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闸北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中，法院认为，

“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但本案中行政行为仅属瑕疵，尚不

构成违反法定程序，因此不应予以撤销。针对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瑕疵，依法向执法机关发

出司法建议，要求其改进”。〔２７〕

　　实践中亦存在少量针对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司法建议类型。如在 “夏善荣诉徐州

市建设局行政证明纠纷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司法建议的方式，向徐州市人民政

府通报了本案案情，并指出，“某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伪造国家公文，已严重影响到国

家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损害了政府的诚信，极易引发行政争议、激化官民矛盾，不利于

建设法治江苏、构建和谐社会，建议徐州市人民政府依法追究相关人员伪造国家公文的责

任”。〔２８〕

　　从上述司法建议判例的类型化构成中，不难看出地方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对于司法建议
制度的创造性使用。指向公共政策调整、规范性文件修改的司法建议类型，在某种程度上

创造性地实现了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的功能性审查。抚恤救助类型的司法建议，则体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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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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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００４）融行初字第０４号。
（１９９２）宁法行上字第９号。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４卷第１５７号。
（２０１１）齐行终字第２０号。
（２００３）沪二中行终字第１０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２００６年第９期。



了当代中国大众司法的群众路线。上述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类型，均

超出了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第６５条第３款规定的法定适用范围，体现出行政诉讼司法建
议事实功能与法定功能的疏离。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这种功能衍化，需要通过社会变

迁的外部视角予以进一步阐释。

三、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功能衍化的解释

　　 （一）政法传统以及社会稳定压力的现实需求

　　建国后，国家常常通过政治动员的模式处理困难任务，由此形成重视群众路线的司法
传统。〔２９〕这种动员模式逐渐演化为一种更为现代化的治理工具，并表现出明显的 “权宜性

治理”的特征，〔３０〕“诸多公共机构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以有效解决社会敏感事项，而相对独

立、更具职业主义特征的司法体制将与之相悖，尤其面对涉及社会稳定议题，司法需要配

合其他国家机关共同维护稳定，以防止司法判断与政治考量不相一致”。〔３１〕这种政法传统

与 “权宜性治理”模式在行政诉讼的制度变迁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行政诉讼协调

和解模式的兴起，就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行政诉讼法所力图构造的权力制衡与形式法治的

制度想象。

　　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中 “禁止调解”、〔３２〕证明责任分配等规范设定，均旨在创设一种

“国家—社会”、“行政—司法”的对峙模式，〔３３〕以此实现对行政法治的依循维护。尤其是

禁止调解原则，寄托了立法者通过行政诉讼实现合法性审查、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美好愿

景。２００５年前，法院甚至通过各类内部考核方式限制撤诉率、严格禁止调解。〔３４〕２００５年
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发生方向性调整，其所发布的 《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

件的通知》（２００５年）强调， “对于农村土地征收、城市房屋拆迁等领域的群体性行政纠
纷，各地法院尽可能通过协调方式予以解决”。地方司法层面亦纷纷出台各类有关行政诉讼

协调和解的司法文件，其中均着重强调社会稳定因素。〔３５〕如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以下简称 《广东若干问题意见》）第 ６条
规定，“对于重大复杂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主动组织协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第 ８条第 ５款规定，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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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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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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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李斯特：《人民司法群众
路线的谱系》，《法律与社会科学》第１卷 （２００６年）；Ｃｏｎｇ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ＭａＸｉｗｕ’ｓＷａｙｏｆＪｕｄｇ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４０ｓ，７２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９－５２（２０１４）；Ｓｔａｎｌｅｙ
Ｂ．Ｌｕｂｍａｎ，ＡＢｉｒｄｉｎａＣａｇｅ：Ｌｅｇ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ｆｔｅｒＭａ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ＳｅｂａｓｉｔａｎＨｅｉｌｍａｎａｎ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Ｐｅｒｒｙ（ｅｄｓ．），Ｍａｏ’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ＣｈｅｎＸｉ，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９－１２０．
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第５０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其实，１９８５年 《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１９８７年 《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具体适用 〈民事诉讼法〉

（试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便已明确行政案件中不适用调解。

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中外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
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诉讼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７页。
地方层面在２００６年之后司法量化考评指标发生巨大转折，行政诉讼的协调结案率开始成为一项积极正面评价
指标，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０６年发布 《关于增补协调结案率为行政审判工作量化考评指标的通知》。



“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企业改制、资源环保等矛盾容易激

化，可能引起群体性利益冲突，或者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可能造成影响的”

的行政案件，法院可以进行协调。各地司法文件中还同时强调协调和解过程中法院与党委、

人大、政府机关甚至社会组织的配合机制。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行政

诉讼协调工作的指导意见》第 １１条规定，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邀请党政机关、
人大、政协，工会、妇联等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等参与案件的协调”。《广东若干问

题意见》第８条规定，“重大复杂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应当积极
争取当地党委、人大以及政府的支持”。可以说，“诉讼协调模式使得诉讼程序成为一个集

合党政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解决纠纷的过程，并增加了行政介入司法的新路径”。〔３６〕行

政诉讼法立法之初旨在创设对峙的愿景早已荡然无存，而这种配合协作亦鲜明反映了 “权

宜性治理”与当代中国政法传统的特质。

　　社会变迁因素，尤其是群体性事件、社会稳定压力的影响，导致行政诉讼审判模式发
生巨大转变，〔３７〕迫使协调和解从一种地下的、不被正式规则承认的制度逐步发展成为行政

诉讼的重要装置。当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与群体性事件，往往由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

拆迁、社保政策调整、企业改制、环境议题等地方决策所诱发，〔３８〕对于这类公共决策引发

的行政诉讼事项，法院担负重大的维稳压力，只好借助判决之外的方式竭力试图予以化解。

法院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协调和解而后发送司法建议的模式，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合法性审查。

面对诸多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政策分配议题，在缺乏制度能力通过判决方式进行合法性

审查的大背景下，法院也只能通过司法建议这种判决之外的非正式方式去影响地方公共政

策，而诸多地方司法文件亦将这种替代模式予以规范化。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

强和规范行政诉讼协调工作的指导意见》第 ２７条规定，“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协调中，发
现行政执法或者行政管理活动存在问题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处理有关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１３条规定，“案件协调处
理过程中，发现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或者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发出

司法建议”。《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完善行政与

司法协调机制的意见》强调指出，“对一些重大、复杂、敏感或者影响面广、可能引起连锁

反应的群体性行政诉讼案件，各级行政机关与法院应当及时沟通，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最大限度地通过协调化解行政争议。与此同时，各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大司法建议工作力度，

对行政审判中发现的行政执法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影响社会稳定的

行政管理问题以及其他需要改进或注意的共性事项及时提出司法建议，努力为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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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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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姿：《司法过程中的协调———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９卷第２辑，第４７８页
以下。

有学者将行政诉讼这种转变提炼总结为 “封闭对抗型”向 “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的转化，见章志远：

《开放合作型行政审判模式之建构》，《法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有关当代中国不同领域内大众抗争与群体性事件的政治社会学阐述，参见 ＫｅｖｉｎＯ’Ｂｒｉｅｎ＆Ｌｉ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Ｒｉｇｈｔ
ｆｕ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ＣｈｉｎｇＫｗａｎＬｅ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Ｌａｗ：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ＲｕｓｔｂｅｌｔａｎｄＳｕｎｂｅｌ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ＡｎｄｒｅｗＣ．Ｍｅｒｔｈａ，Ｃｈｉｎａ’ｓＷａｔｅｒＷａｒｒｉｏｒｓ：Ｃｉｔｉｚｅｎ
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ＫｅｖｉｎＯ’Ｂｒｉｅｎ（ｅ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ＣａｉＹｏｎｇｓｈｕ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ｓｔｓＳｕｃｃｅｅｄｏｒＦａｉ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改革发展、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建言献策”。

　　国家—社会结构变迁引发的社会冲突与维稳压力的加剧，导致行政诉讼模式从一种理想

化的对峙形象，逐步演化为一种权宜性的协调合作模式。这种司法模式不仅可以从结构变

迁角度予以解释，亦可以回溯至当代中国 “政法传统”与 “权宜性治理”的渊源。可以说，

“行政诉讼案件中法院所展现的并非是一个中立司法者的面向，法院的司法能力一定程度上

是通过协调不同部门，以非司法的方式解决纠纷呈现出来的”。〔３９〕从积极角度而言，法院

通过协调和解方式，以判决之外的手段躲避了诸多无力予以审查的政策性难题，同时针对

地方公共政策积极发送司法建议，又避免了被过度边缘化的危险，巩固了自身在整个政治

序列中的地位。

　　 （二）地方发展型国家模式对行政诉讼的束缚

　　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地方分权使得国家内部的科层序列发生悄然变化，无论是郑永年提

出的 “事实联邦主义”〔４０〕还是谢淑丽提出的 “交互问责”机制，〔４１〕均表明地方政府逐步

促生出与中央不相一致的利益取向以及相应的平衡机制。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的基层地方政

府，在地方经济中扮演了直接管理的角色，在经济分权、财税包干改革的制度激励下，呈

现出法团化特征的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动机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随着 ９０年代

分税制改革的影响，地方政府愈发依赖 “土地财政”，〔４２〕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出现了从 “经

营企业”向 “经营城市”的转变，“地方政府都市化”的发展模式愈演愈烈。〔４３〕在此模式

下，“地方政府把所辖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规划、开发和经营，以尽可能提高地区经济

的增长速度和地方财政收入”。〔４４〕尽管在不同时期参与经济发展的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但

地方政府 “抓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本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４５〕

　　伴随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的崛起，为了防止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偏离中央意图，需要

通过种种监督机制来实现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行政诉讼作为科层监控的机制之一，〔４６〕一定

程度上发挥了这种拘束控制功能。但是，与官员晋升、工作组督察、约谈等政治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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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汪庆华：《通过司法的非司法解决：群体性争议中的行政诉讼》，《政法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４４页。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ｎｉａｎ，ＤｅＦａｃｔｏ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ｏ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７．
ＳｕｓａｎＳｈｉｒｋ，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有关土地财政与分税制之间的关系，参见周飞舟：《大兴土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２０１０年第３期；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 １
期；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
按照邢幼田的 “地方政府都市化”理论，都市化进程型塑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政治过程。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
以来，都市土地议程成为地方领导者的首要议题，地方政府通过都市建设项目巩固地方权力，借助都市现代

化与都市形象来巩固地方治理的合法性。ＳｅｅＹｏｕＴｉｅｎＨ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５４；ＹｏｕＴｉｅｎＨｓｉ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Ｃｈｉｎａ，
１８７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５７５－５９１（２００６）．
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

《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２５页。
参见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曹正汉
等：《为增长而控制———中国的地区竞争与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控制行为》，《学术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８期。
按照贺欣 “科层监控论”观点，行政诉讼根本职能在于满足由经济分权引发的中央监控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需求，

见贺欣：《作为政治控制机制之一的行政法———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政治学解读》，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

（２００５年）第８期。另可参见卢超：《产权变迁、行政诉讼与科层监控》，《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相比，行政诉讼的拘束模式尚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按照周雪光的相关解释，相比于政治

控制机制而言，尽管行政诉讼的控制手段能够带来更多的法治稳定性，但同时会 “束缚中

央政府适用运动型机制的空间和范围，限制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并且独立的司法裁判会

对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加以刚性约束，从而限制有效治理的灵活性”。〔４７〕也就是

说，高度成熟的行政诉讼机制有可能会削弱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也会对地方政府的

有效治理施加过于刚性的拘束。因此在实践中，行政诉讼遭受种种困境也就顺理成章，中

央政府既不愿意过度放弃政治控制手段的便利，也不愿意对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施以过分

严苛的司法限制，〔４８〕尤其在经济绩效合法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下，只要地方发展没有

触动社会稳定的高压线，中央政府乐于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赋予地方政府。〔４９〕

　　在以都市化为核心的地方发展型政府模式之下，都市政策议题是地方经济竞争的核心
要素，中央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土地督察、规划督察等政治控制手段，〔５０〕来调整地方政府的

都市化议程，行政诉讼作为司法控制手段并非首选方案。法院对于围绕都市政策而引发的

行政诉讼争议显得格外慎重，由于缺乏制度能力对土地征收与拆迁补偿等经济发展事项做

出合法性审查，〔５１〕法院只能借助司法建议这类柔性手段，以此委婉地影响或试图修正地方

政府围绕都市化议程而出台的一系列公共政策。这些司法建议有基于个案情形提出，但更

多体现在综合性司法建议报告之中。例如，“２０１０年３月，浙江省高院在立案审查一起征地
拆迁补偿案件中发现，当地土地征用中不仅存在征地补偿不到位、先征地后审批等情况，

而且还存在未经批准大量侵占农民承包经营地的问题，范围涉及上千名被征地农民，遂向

嘉兴市政府和省国土资源厅发出妥善处理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切实保障失地农民合法权益

的司法建议。中央和最高院领导分别作出批示，省政府领导亲自召集协调会研究处置，最

终促使当地政府调整相关征地补偿政策，取得多赢社会效果”。〔５２〕又如，“徐州市法院着重

对于征地拆迁等复杂的行政纠纷事项提出司法建议，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实施后对城市建设和法院工作的影响与应对》直接提出了坚持保障城市建设和维护被征收

人合法权益并重等１０项具体建议。《徐州涉诉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报告》亦在分析拆迁
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等成因基础之上，提出了综合性司法建议。”〔５３〕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以都市化进程为导向的地方政治，深刻影响了基层法院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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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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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１０期，第７９页。
东亚国家中基于发展型政府的强势地位，行政诉讼均扮演了一个相对弱势的角色，这在比较法上也是一个非

常有意思的现象。ＳｅｅＪｏｈｎＯｈｎｅｓｏｒｇ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ｎ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ｕｓａｎ
Ｒｏｓｅ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ＰｅｔｅｒＬ．Ｌｉｎｄｓｅｔｈ（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０，ｐｐ．７８－９１．
ＳｅｅＣａｉＹｏｎｇｓｈｕｎ，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ｇｉｍｅ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３８（３）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４１１－４３２（２００８）．
有关规划督察的分析，参见陈越峰：《合作监督：我国城市规划合法性控制的新形态》，《行政法论丛》第１４
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尽管近几年来国土资源与城市建设这两类行政案件的数量急剧攀升，但是从原告胜诉率以及审判方式的角度

来看，司法并没有就此形成针对该类型案件的审查能力。参见何海波：《困顿的行政诉讼》，《华东政法大学

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齐奇：《提高司法建议质量，服务社会科学发展———浙江法院推进司法建议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人民司法》

２０１２年第１９期，第２０页。
丁国锋：《四年发出司法建议逾两千：法院工作助推社会管理创新徐州探出经验》，《法制日报》２０１１年６月
２５日第１版。



诉讼中的司法策略。〔５４〕在地方发展型政府的主导模式下，司法建议可以视为法院的一种策

略性服从行为：〔５５〕既然法院无力实现合法性审查之功能，司法建议之手段既维持了尊重地

方政府的表象，又巩固了法院自身的权力与地位。在地方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司法建议或

许可以成为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法院，争取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更多话语权，

并防止边缘化的手段”。〔５６〕

结　语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富价值的制度样本。

从中不难窥探出，地方竞争、都市化以及社会冲突等社会变迁因素对行政诉讼模式的深刻

影响，这些外部因素极大影响了行政诉讼法条文规范的常规实践运作。就行政诉讼司法建

议而言，旨在督促裁判执行的司法建议类型尽管为行政诉讼法 （１９８９年）明确认可，在实

践中却较为少见，其重要原因便在于协调和解等判决之外的结案形式逐步占据主流，使得

督促裁判执行的司法建议更加趋于边缘化。〔５７〕现阶段的行政诉讼司法建议更多被用于对规

范性文件予以修改的司法建议类型中，司法建议制度本身经过创造性的制度转化，从一种

规范层面最初设定的督促执行装置，逐步衍变为一种对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装置。这一在实

践中发展起来的功能，也在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４年）第 ６４条中得以法定化，并在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得以具体化。

　　不过，无论是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４年）抑或 《若干问题的解释》，均没有进一步说明，

如果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对法院所作出的司法处理建议不予理睬将会承担何种法律后果，

没有设定行政机关针对司法建议的法定回应义务。这使得司法建议能否发生拘束效力，完

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我裁量。《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抄送同级政府或者上级机关的程序设

置，也暗示了这类司法建议的法律效力仍然仅是 “软法”层面的，其拘束效果仍然需要借

力于法外因素的支撑。进一步来说，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４年）对于司法建议制度也缺乏统一

化的条款规范，各种类型的司法建议仍然散见于各项条款之下，或者隐匿于司法实践中。〔５８〕

不难推测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度实践，仍将呈现

出斑驳陆离的地方政策试验色彩。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司法的特殊机理。作为司法判决之外的一

种非正式治理模式，司法建议的兴盛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行政诉讼的特殊困境，当法院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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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ＳｅｅＸｉｎ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６９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３（２０１３）．
关于中国行政诉讼的策略性服从行为，参见于晓红：《策略性服从：我国法院如何推进行政诉讼》，《清华法

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刘思萱、李友根： 《社会管理创新为何需要司法建议制度———基于司法建议案例的实证研究》， 《法学家》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４３页。
参见章志远：《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之研究》，《法商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７５页。
行政诉讼法 （２０１４年）第９６条保留了生效判决执行机制的司法建议类型，第６６条增设了维持法庭纪律的司
法建议类型，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抚恤救助和程序瑕疵补正的司法建议类型，则未涉及。



通过判决传递合法性符号时，也只能通过司法建议这类柔性手段参与国家治理。从积极的

角度来看，带有实质正义色彩的司法建议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亦能诊治形式法治的诸多弊端，

往往能够实现出其不意的制度效果，如抚恤救助类司法建议便体现了当代中国司法中群众

路线的制度功效。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司法裁判模式与司法建议制度之间能否达到黄金比

例，司法建议自身能否扮演好谦抑辅助角色，不至于过分侵蚀法院通过判决方式实现合法

性判断的空间。只有行政诉讼具备了足够的制度能力，能够将裁判模式作为主要制度武器

时，司法建议制度才可能真正发挥有效的补充辅助作用。这也意味着，行政诉讼司法建议

制度想要切实生长成为当代中国司法的有益制度经验，除了自身装置的不断补充完善，更

重要的还是行政诉讼判决模式的有效成长、司法体制的深层改革配套，乃至分权背景下中

央—地方关系的进一步重塑，而这些宏观改革机制早已超越了有关司法建议制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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